
理论 132026年10月28日 星期三
文字编辑：许从保 美术编辑：黄佳玮

在西藏近现代史上，邦达仓是一个兼具传

奇色彩与深厚爱国情怀的商业家族。该家族

被西方人誉为“西藏的洛克菲勒”，康区流传着

“地是邦达仓的，天也是邦达仓的”之说，足见

其巨大影响力。一个发轫于芒康的康巴商人

家族，何以在两代人中完成从“差巴”到“商

上”、从地方马帮到西藏最大商号的跨越？又

何以在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西藏和平解放等

重大历史关头屡屡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

的抉择？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一个家族的评价，

更关乎如何理解西藏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如何

认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规律、如何汲

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资源。

一、邦达仓的兴起：茶马古道上的商业奇

迹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写照

邦达仓的发迹史，本身就是一部各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缩影。19世纪中叶，邦达家族尚

是萨迦寺在芒康县的差户，处于西藏社会结构

的底层。通过与萨迦昆氏家族联姻，该家族获

得了芒康江古寺附近的世袭职位，家族名称也

由“彭达仓”逐渐演变为“邦达仓”。这一联姻

不仅是两个家族经济政治资源的结合，更意味

着邦达家族得以借助萨迦派在康区的宗教网

络和政治资源拓展势力，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根

本性跨越。

真正实现家族跨越式发展的是邦达·尼

江。这位深具商业头脑的康巴商人并不满足

于地方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拉萨这一西藏

政治经济中心。据其孙辈口述，尼江初到拉萨

时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路径——他将

全部积蓄捐献给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这

一行为表面上是宗教虔诚的表现，实则是一举

多得的商业策略，既赢得了寺院的信任和庇

护，又借助寺院的社会网络迅速打开局面，更

在无形中向西藏社会宣示了自己的财力。由

于西藏没有现代银行体系，寺院乐于将资金存

放在信赖的施主手中，尼江由此获得了低成本

融资渠道。这种“以布施换信任、以信任换资

本”的运作方式，充分体现了边疆商人在非正

式制度环境中的高超经营智慧。

1909年，邦达仓获得羊毛和牦牛尾采购专

营权，这是其从一般商号向垄断商号转变的关

键一步。1910年至1913年间，十三世达赖为

逃避清军镇压流亡印度，邦达·尼江在途中为

其提供骡马运输和护卫，这一事件成为邦达仓

命运的转折点。达赖返藏后，为回报邦达仓的

资助，授予其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的

特权，并明令其他商人不得经营。邦达·养壁

还被封为亚东总管（四品官）。至此，邦达仓完

成了从民间商号到“官商合办”的质变，一跃成

为西藏规模最大、资金最雄厚、经营范围最广

的商号。

鼎盛时期，邦达仓的商号遍布国内外，在

印度加尔各答、噶伦堡，在上海、成都、重庆、昆

明、康定，在拉萨、昌都、亚东、帕里、那曲，均设

有分号或房产。这种跨区域、跨国界的商业网

络，使邦达仓成为连接西藏与祖国内地、连接

中国与南亚的重要经济纽带。

邦达仓的经营品种极为丰富，涵盖了茶

叶、食盐、粮食、畜产品、中药材、西药、布匹、棉

纱、染料、香烟、五金交电等。在拉萨，邦达仓

拥有6辆汽车组成的小车队用于市区倒运；在

噶伦堡，与热振仓、萨都仓合建了一座500名职

工的羊毛加工厂。从经营规模看，仅1914年，

邦达·养壁在拉萨的流动资金已达709090两藏

银。1953 年，邦达仓拥有商业资金 150 万银

元，此外还有存在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等地无

法估算的外币。

邦达仓的经营方式灵活多样，既有固定的

批发零售，也有流动的骡帮深入农牧区购销；

既有现金交易，也有春夏赊销、秋季以农牧产

品抵偿货款的信用交易。在人力资源管理上，

邦达仓实行“底薪加利润提成”的激励模式，秘

书年俸200品藏银，远高于普通商号。这种制

度安排，使其在西藏商业资本中形成了明显的

人力资本优势。正是这种雄厚的资本实力和

先进的经营理念，为邦达仓日后从事大规模爱

国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邦达仓的崛起，在西藏近现代史上具有多

重意义。一是它打破了卫藏贵族对西藏社会

等级结构的垄断。在传统西藏社会，地位主要

取决于出身——卫藏贵族和寺院上层占据金

字塔顶端，康巴商人处于边缘位置。邦达仓能

够获得“天是邦达的，地是邦达的”这样的民间

评价，本身就说明经济力量开始冲击传统的身

份等级秩序。二是邦达仓的跨区域贸易网络

促进了西藏与祖国内地、西藏与南亚的经济联

系，客观上推动了西藏经济的对外开放，在一

定程度上打破了西藏地方的封闭状态。三是

邦达仓的成功为后来其爱国实践奠定了物质

基础和社会资本——正是凭借这种传奇地位，

邦达仓才具备了其他商人阶层所不具备的社

会动员能力和政治影响力。

二、爱国实践的三重历史贡献

（一）支援红军北上抗日

1936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红二、红四方面

军长征途经康区。此时，因武装反抗噶厦政府

而避难巴塘波密地区的邦达·多吉，最初奉命

在巴塘至白玉沿线袭扰红军。但在红军的宣

传教育和争取下，邦达·多吉转而支持工农红

军，并在甘孜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博巴政府”中

担任财政部长。

这一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邦达·多

吉利用自身在康区的社会网络和商业资源，积

极筹措资金、粮草、羊毛等物资支援红军。西

康省藏族自治区支前报告中提到，康区各族各

界支援委员会为部队砍柴1500万斤，割草500

万斤，购粮200万斤，代买牛马2万余头（匹），运

输酥油2000斤、物资7万多驮，参与运输的牦牛

达10万余头。邦达·多吉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组织动员作用。

对于一位出身巨商家族、长期与国民党中

央保持联系的上层人士而言，支持红军意味着

与既有政治轨迹的断裂，蕴含着巨大的政治

风险。邦达·多吉之所以做出这一选择，最根

本的是其在康区长期经商过程中形成的对中

华民族的认同，在国难当头之际，民族危亡超

越了地方利益和阶层分野。这一选择充分体

现了邦达·多吉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政治

觉悟。

（二）开辟陆路国际运输线以商抗日

抗日战争时期，邦达仓的爱国行动达到了

高潮。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对战时中国

实行全面海上封锁，滇缅公路也被切断，大后

方的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在此背景下，邦达·

养壁和邦达·多吉策划并开辟了一条从印度经

西藏直通四川、云南的陆路国际运输线，完全

依靠骡马驮运。这条运输线“曾经与盟军开辟

的‘驼峰’航空运输线并驾齐驱”，其战略意义

不言而喻。

这条运输线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从印

度噶伦堡出发，翻越喜马拉雅山脉，经西藏亚

东、拉萨、昌都，再进入川西康定或滇西北丽

江，全程数千里，途中要翻越雀儿山、二郎山等

多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盗匪出没、气候

恶劣。邦达仓为此投入自备骡马2000余匹，在

沿途设立固定和流动转运站，形成了高效运转

的运输网络。在整个抗战期间，邦达仓运送的

支援物资总价值达1.5亿美元。

1942年，邦达仓还在康定成立了“康藏贸

易股份有限公司”，在理塘设临时总号，动员藏

商大中小商人不惜一切代价支援后方。令人

感动的是，康藏沿途原本盗匪猖獗，但为邦达

兄弟的大义所感召，匪患竟一度销声匿迹，往

来商旅畅通无阻。这一事实深刻说明，在国家

危亡的关头，超越地方利益、阶层分歧的国家

认同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1944年，邦达仓

向国民政府申请生丝出口许可证以缓解资金

周转困难，财政部迅速批复，这也表明邦达仓

的爱国行为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积极回应，汉藏

商民在抗战旗帜下的合作，成为民族团结在危

难时刻的生动实践。

邦达仓以商抗日的实践，深刻诠释了商路

安全依存于国家统一、家族命运从属于民族命

运的道理。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日本控

制东亚大陆，其横跨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

络将彻底瓦解。这种将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

融为一体的实践，是边疆商人爱国主义的重要

特征。

（三）拥护西藏和平解放并支援人民解放

军进藏

邦达·多吉在1949年前后的政治转向，是

其爱国实践的又一重要体现。“行宪国大”期间

的经历使邦达·多吉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目睹

贿选丑闻、派系倾轧，他和邦达·绕嘎“对国民

党大失所望”。1946年“行宪国大”期间，国民

党采取圈定办法操纵选举，“有些代表不愿接

受这种办法，未经圈定即被选出。于是下令未

经圈定当选的代表，应退让给经过圈定者。应

退让者不服，进行绝食请愿，有的还买了棺材，

有的到中山陵痛哭”。邦达兄弟亲历了这一闹

剧，对国民党的民主承诺产生了根本性质疑。

1949年9月，邦达·多吉与邦达·绕嘎在成

都参加“康藏旅蓉学术研究会”时明确表示：

“中国共产党将能取得胜利”，强调“决不能使

地方糜烂”。这一判断表明，在与国民党的接

触中，邦达·多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的

腐败无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有了正确

的认识。

1950年，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南路先遣部队

到达理塘时，邦达·多吉亲自迎接，主动表示愿

意承担运输任务。更为关键的是，他委托邦

达·绕嘎作为信使，渡江前往昌都，向昌都总管

阿沛·阿旺晋美递交了《和平谈判基础十条》，

为促成昌都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邦达·多吉

还向芒康一带所属百姓捎信，告以在解放军渡

江时不得对抗，同时与驻守宁静的藏军第九代

本德格·格桑旺堆联系，劝说其赞同和平解放

主张。

中央领导人多次亲切接见邦达多吉，体现

了党和国家对爱国统战人士的高度重视。

1950年国庆观礼期间，邦达·多吉作为西康代

表团团长赴北京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四次见

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欢迎宴会上，邦达·多

吉代表藏族同胞发表讲话，表示“藏族愿在毛

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与各兄弟民族共

同努力，坚决把帝国主义逐出国境”。在京期

间，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小平、贺龙、刘

伯承等领导人都亲自组织欢迎宴会，对邦达·

多吉给予高规格接待，对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

的政治影响。此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充分履行人大代表职

责，多次表达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和共同建设社

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决心。邦达·养壁也受到

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受邀参加了

建国四周年国庆观礼，并在京期间出席全国工

商联重要会议。这些接见体现了党和国家领

导人对爱国藏商的关怀与信任，也进一步坚定

了邦达仓家族成员拥护中国共产党、走社会主

义道路的决心。

西藏和平解放后，邦达·多吉先后担任康

定军管会副主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

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秘书长，

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为西藏的民主改

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邦

达·养壁在噶伦堡担任商务官期间，热情接待

和协助入藏的中央代表张经武，以实际行动拥

护“十七条协议”，后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于

1964年回国。邦达·绕嘎则作为信使为和平解

放做出了重要贡献。

邦达仓家族成员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

的积极作为，充分体现了他们拥护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的坚定立场。爱国不分先后，只

要真心实意拥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就

能够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发挥积极作用。

三、时代价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的历史镜鉴

（一）邦达仓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

动例证

从家族起源看，邦达家族通过与萨迦昆氏

家族联姻获得领地和身份，这本身就是藏传佛

教各教派之间、卫藏与康区之间交往互动的产

物。从商业实践看，邦达仓的贸易网络将不同

地域、不同民族联结在一起，在物资流通的同

时也促进了人群的流动、信息的传播和观念的

交流。从家族成员看，邦达三兄弟分别活跃于

拉萨、昌都、印度噶伦堡，与汉、藏、英、印等多

方势力打交道，其世界主义视野正是在这种跨

文化的商业实践中形成的。

正如玉珠措姆所言，康区在这一时期成为

“一个不同族群间文化、经济、政治交融的重要

‘接触区域’与‘文化走廊’，充满了汉、藏、回、

彝等民族间相互妥协、相互贸易及观念融合的

进程”。邦达仓正是这一进程中最具代表性的

参与者之一。他们既是这一交融进程的受益

者，通过跨区域贸易积累了巨额财富；也是这

一交融进程的推动者，通过商业活动促进了各

民族之间的了解与互信。

（二）邦达仓的爱国实践是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的宝贵资源

邦达仓的爱国实践，为新时代民族团结进

步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历史素材。一是它体现

了藏族同胞对祖国的深厚感情。邦达仓家族

成员在民族危亡关头挺身而出，支援红军、支

援抗战、支援解放，用行动证明了藏族是中华

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藏族同胞始终与祖

国同呼吸、共命运。二是它展示了汉藏民族团

结的生动画面。邦达仓与内地商号的合作、邦

达·多吉与红军的合作、邦达·养壁与中央代表

的合作，都是汉藏民族团结的典范。三是它提

供了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案例。邦达仓以商

抗日的壮举，对于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教

育价值。

在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的实践

中，应当充分挖掘和利用邦达仓这样的历史资

源，讲好西藏爱国故事，讲好民族团结故事，讲

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让历史说话、

让文物说话、让文化说话，不断增强各族人民

的“五个认同”。

（三）邦达仓案例的理论启示：多元与共同

的辩证统一

在长期的跨区域贸易中，他们反复验证了

一个朴素的因果关系，国家统一则商路畅通、

边疆稳定则生意兴隆；反之，国家分裂则商路

断绝、战乱频仍则资本湮灭。这种因果关系

的反复验证，使国家统一从一个抽象的政治

概念转化为与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实践命

题。邦达仓的以商抗日实践就是这一机制的

典型体现——他们深知如果中国战败，其横跨

西藏、内地、印度的商业网络将彻底瓦解，因此

支持抗战既是爱国行为，也是维护自身商业存

续的必要选择。这种利益与认同的叠合，使邦

达仓的爱国行为具有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和内

生动力。

鉴往知来，邦达仓的案例表明，民族团结

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爱国主义是中华民

族精神的核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西藏的征程上，我们要从邦达仓这样的历史

典范中汲取精神力量，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

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让民族团结

在各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磅礴力量。

爱国藏商邦达仓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研究
赤列

课题项目：2026年度昌都市党校（行
政学院）系统科研项目课题“爱国藏商邦
达仓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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